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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还大胆

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使其诗歌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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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往往都是博采众长而

转益多师的。若从文学创作的学缘看，欧阳修应是十

分丰富的，他不但主动师法众多唐代诗人的创作技巧、

合理借鉴同时代诗人的诗歌优点，还大胆地吸收散文、

辞赋等其他文体的成分，从而成就了其诗歌气格高致

而平易疏畅的艺术风格。 
 

一、对唐诗的全面师法 
 

欧阳修对唐诗的学习是很全面的。他先后师法过

韩愈、韦应物、李白、孟郊、贾岛、李贺、郑谷等诗

人。其诗集中以师法唐人为题的就有《弹琴效贾岛体》

《太白戏圣俞》(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刑部看

竹效孟郊体》《栾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春寒效李长

吉体》等诗歌。 
他曾在《六一诗话》中论及唐末郑谷诗时说：“其

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

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1](1036)宋人朱

弁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诗，世人咀嚼不入，唯

欧公独爱玩之。”[2](21)元人刘埙也认为欧诗“有甚似韦

苏州者”。[3](70) 

当然，在对唐代诸诗人学习中，欧阳修用力最深

的是韩愈和李白二人，所以在对欧诗语言特点的认识

上就有似韩说与似李说的分歧。近代学者钱基博、钱

钟书父子则比较细致地指出了欧诗的多重师门，多样

特色。 

钱基博认为欧诗有“清炼似梅尧臣而原出郊岛之

寒瘦”者；有“俊逸似苏舜钦，而原出李杜之豪放”者；

有“为李白之振奇，而同韩愈之俶诡”者；有“同白居易

之乐易旷真”者。“以其才大而功深，无所不学，无所

不似。大抵以中晚唐之清炼，祛盛唐之浮廓；而以盛

唐中唐之豪荡，舒晚唐之危仄。”[4](516−-520) 

钱钟书也说：“欧公古诗不尽学昌黎，亦显仿太白；

五律往往似梅宛陵；夷陵咏风物排律又逼香山。”[5](214) 

(一) 关于学韩 
欧阳修诗歌学习韩愈已成公论，此不赘述。要强

调的是欧阳修学韩的重点是学习韩诗“无施不可”的笔

力。其在诗歌创作中尝试的各种技巧诸如化韵为散、

化齐为杂、律古互渗等语言形式技巧和叙议结合、情

理共融、曲折委备的行文方式等均是为了达到其“叙人

情、状物态”的“无施不可”和“变态百出”的表达效果所

作的尝试。 
对于笔力的强调，《欧阳修全集》凡三处：一是明

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评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

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1](532)二是

他晚年在《六一诗话》中评价韩愈诗歌时说：“退之笔

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
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

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1](1040−1041)

三是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杨亿等西昆体诗人时说：“盖
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

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1](1039)其中的“无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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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诗歌题材广泛，什么内容

皆可入诗；二是指诗歌的语言表现功能强，什么内容

都能充分表达。“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
则是指韩愈等人诗歌长于记叙、精于说理的特色，是

对“无施不可”笔力的具体描述。可见，欧阳修一生中

选择韩愈诗歌作为师法对象，最重要的是因为韩愈诗

歌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即所谓笔力。诗人

对这种“无施不可”笔力的不懈追求，从而导引其诗歌

往往注重叙事性和说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已经同唐

诗所追求的含蓄审美趣味有所差别了。正如朱熹所说：

“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

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6](3334)杨亿与

欧阳修诗风的差异，其实质是唐诗审美观念与宋诗审

美观念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说，欧阳修诗歌的“说出来”
表明诗人对诗歌记叙、议论功能的追求中已经透露出

几分思致之美。这也是欧阳修诗歌风格虽然呈现出平

易疏畅却仍不乏“气格”的深层原因。[7] 

(二) 关于学李 

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是很喜欢的。张戒《岁寒堂诗

话》指出：“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太白。”[8](452)他对

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风格总是誉于言表。如其《太白

戏圣俞》写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

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

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蔽视蜀道犹平川。

宫娃扶来白己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

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

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

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莹飞露湿吟秋  
草。[1](37) 

《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述。襄阳小儿齐

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

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

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

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所到也。[1](1044) 

诚如胡仔所说：“嘉祐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

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9](58)欧阳修对于

李白的喜爱乃在于其平易洒脱的风格，他努力对这种

风格加以吸收并融化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的五七

言古诗在表现题材与章法结构上继承了韩诗的某些特

点，但就风格而言却没有韩诗的奇险。如庆历元年的

《忆山示圣俞》就是一篇结构跌宕，行文曲折迂回，

而语言疏畅的长诗。这似乎可以看做是诗人以李白诗

歌的平易风格对韩诗的矫正，而这显然也与他对李白

诗歌的喜爱、学习、继承有关。最为诗人称道的是其

《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

现了诗人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

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

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

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在结构上全诗

以散文章法为主，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该诗追步韩愈

《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因难见巧，

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取法李白《庐山谣》《蜀

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

之感。诚如钱钟书《宋诗选注》所云：“他(欧阳修)深
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

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

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

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

格。”[10](27)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对韩、李均有所继承，对韩

愈的继承表现在题材和诗歌的章法结构上，对李白的

继承则更多地表现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可以说，他融

化二人风格于一体而自出胸臆，形成了其诗歌既曲折

多姿又情深韵远的平易疏畅诗风。如宋人胡仔《苕溪

渔隐丛话后集》所称赏的那样，欧阳修文学创作是“自
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9](168)的。 
 

二、对宋诗的合理吸收 
 

欧阳修对其所生活的宋代诗坛也多有师法和借

鉴。比较突出的有王禹偁、杨亿、钱维演、谢绛、梅

尧臣等人。 
欧阳修非常仰慕王禹偁的为人，在贬官滁州时瞻

仰王禹偁的画像，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云： 
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

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

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1](78) 

因为王禹偁也曾经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诗歌颔

联化用王禹偁《滁州谢上表》“诸县丰登，若无公事。

一家饱暖，共荷君恩”之语。诗的首句说自己踏着“前
贤”足迹，到滁州来任职，表达了对王禹偁敬佩之情和

效法之意。可以说，王禹偁对欧阳修的影响是很深的，

欧阳修早期的政治态度、人生追求、文道观念、创作

风格均有受王禹偁影响的痕迹。 
王禹偁曾写过一篇《朋党论》说: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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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

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

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

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

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书》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

诸非道。”君天下者能践斯言而行之，则朋党辨矣，又

何难于破贼哉？[11](卷第十五) 

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是否受到王禹偁此文启

发呢？我们将二文作些对比。欧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

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

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

治。…… [1](124−125) 

王文将历史上各种朋党分成“君子之党”与“小人

之党”两类，然后从君子与小人的人格特征与人君心理

特征分析了“君子常不胜小人”的事实，最后希望人君

能以《尚书》之言明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欧文重

点在于阐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二文

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从两文的对比中可见，欧阳

修关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显然受到王文启

发。 
关于文道关系，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

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

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

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

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不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

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

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姑能远师

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

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11](卷第十八) 

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说:“知足下之好学，

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

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

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

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

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

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

行。”[1](481) 

二文都强调文章是用以明道的工具性质，“以使道

能传之后人，取信于后世”才是目的。因此，所明之道

要容易理解，那么文章的语言则要明了易懂。王文的

基本思想在于强调文的“传道明心”目的，而且古人是

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要求“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欧文提出“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主张当

与王文“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主张有内在联系。 
王禹偁诗歌创作虽然是从学习白居易开始的，但

是他并未囿于元和一体，而是学习白居易乐府诗精神，

写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讽谕诗。如《感流亡》《对雪》

《射弩》等诗皆是“多涉规讽”“未尝空言”的现实主义

作品。并且逐渐由学白向学杜转变，寻求诗歌的新境

界，他自己曾作诗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

前身。”[12](405)欧阳修以现实生活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

努力，实在是对王禹偁诗歌现实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所以，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

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

其滥觞矣。”[13](《小畜集序》, 13)实为的论。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充西京留守推官。当时，在洛

阳聚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文人，经常在闲暇之时出游

观景，诗酒高会，互相唱和，切磋诗艺。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 
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字聪、张太素、

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靡，率尝赋

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14](40) 

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也说： 
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

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

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1](174) 

洛阳最高官员钱惟演对这些天下文士十分优待，

并时时参与其酒宴诗会。这是欧阳修诗文创作的第一

个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多方学习他人的重要时期，

所以，他一方面受杨亿、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受其诗友谢降、梅尧臣诗歌的影响。 
欧阳修晚年在其《归田录》中称杨亿为“真一代之

文豪”[1](1023)，并在《六一诗话》中对杨刘西昆体予以

客观评价：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

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

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
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

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
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

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

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1](1039) 

欧阳修对杨亿诸公的佳句大加赞赏，且将之与九

僧相比，认为他们并不像九僧那样“区区于风云草木之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5 卷 

 

134

 

类，为许洞所困”。 
刘克庄《后村诗话》载： 
(蔡)君谟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

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

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磔裂故为偶俪者，而

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15](22) 

翁方纲说西昆体： 
宋元宪、景文、王君玉并游晏元献之门，其诗格

皆不免杨、刘之遗。……此在东都，虽非极盛之选，

然实亦为欧苏基地。[16](1402) 

明人张綖在《西昆酬唱集序》中也说： 
杨、刘诸公唱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

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

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17](340) 

由此不难看出，欧阳修对西昆体诗风有合理吸收

的一面。 
谢绛是当时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天圣明道

年间曾任河南府通判。他“以文学知名一时”[18](9847)，

曾被杨亿誉为“文中虎”，据说他“学博而辞多，用事至

千余言不尽”[19](121)，诗风与后期西昆体诗人很接近。

他是欧梅在西京幕府里最重要的诗友之一，对欧梅产

生过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试笔·谢希深论诗》曰: 
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

高。”又见晏丞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希

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 [1](1050) 

《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之言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

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

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
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

骨高”为工也。[1](1037) 

这与上引欧阳修《试笔》中谢绛之论如出一辙。

可见，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观点与谢绛

“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而

欧阳修洛阳之作《题张应之县斋》却有“县古仍无柳，

池清尚有蛙”之句。这决非巧合，当是谢降、梅尧臣还

有欧阳修等人在诗歌唱和、诗艺切磋中所得出的共同

体会。 
至于欧阳修早期对梅尧臣诗歌的学习借鉴，则经

常在其诗文中给予说明。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

亦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

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

也。”[1](532)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云：“嗟哉我岂敢

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1](35) 
 

三、对其他文体的借鉴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合理借鉴古文、辞赋的章法

和语言，尤其是他自己成功的散文语言和结构特点，

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从洛阳时期便开始潜心学习、研究韩愈的

古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后七年，举进士及

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

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

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

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

矣。”[1](536)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记载了一则轶闻：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

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

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

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
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

《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

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

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20](140) 

欧阳修散文创作主要学习韩愈散文的章法结构。

在语言上，他强调文以传道，而道非抽象的说理，乃

是治国修身之法。他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

世者。”[1](319)“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所

以，散文语言只要容易阐明道理就可以了。他抛弃了

韩文言必己出的求奇求怪的一面，而继承了韩文“文从

字顺”的一面，故而形成了自己散文曲折往复、语言畅

达的风格。如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言：“纡余

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

急言竭论，而容与间 ( 闲 ) 易，无艰难劳苦之        
态。”[21](328−329) 

欧阳修的散文风格迎合了宋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

文学发展的要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范仲淹于庆

历八年《尹师鲁河南集序》所说：“懿、僖以降，寝及

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麾之，髦俊率

从焉。……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

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

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

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22]

可见，在庆历年间，欧阳修就已经获得很高的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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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阳修散文创作的成功和文坛地位的建立，在其

诗歌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引入其散文中的行文方式、

章法结构和语言特点，从而形成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

格。 
人们在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时候，往往从师

法韩愈的角度入手，殊不知，欧阳修自己的散文风格

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也很明显，甚至更为直接。其散

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的特点与其诗

歌“平易疏畅”的风格显然有相通之处，这是欧阳修一

贯的行文特点和语言风格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可以

说，欧阳修的散文成就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其诗歌。

倒是吴之振先生看到了欧阳修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渊源

关系，他说：“其(欧阳修)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

黎时出排奡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

也。”[13](《欧阳文忠诗钞》315) 

当然，其诗歌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是有所侧重的。

这种侧重在文体上得到较明显的体现。对此，元人方

回有具体评说：“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五言律初学

晚唐，与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为散诞。七言律力

变‘昆体’，不肯一毫涉组织，自成一家，高于刘白多

矣。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类昌

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23](198)方回的评价不一定

完全准确，但是，他看到了欧阳修诗歌学习前人是分

文体的，欧阳修分别从不同的前人那里学习不同文体

的诗歌创作技巧。这也导致了他的诗歌在不同的文体

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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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 Yangxiu benefited from different teachers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in his poem-inditing. He not only 
imitated the all-round skills from Tang Dynasty poems, borrowing those advantages from other poets at his time, and 
also adapted good points from essays and ode intrepidly, which formed his poem style with the noble and humble. He 
got different styles and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styles in his poems because of his different 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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